
1

浙江古代海外交流史的发展历程

龚缨晏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

摘要：浙江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也是东亚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更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门户。

纵观历史，浙江古代海外交流史的历程可以概括为：奠基于史前，发端于汉晋，跃升于盛唐，兴盛于宋元，剧变于

明清，转型于近代。在中国海外交流史的巨大历史图景中，浙江就是这样从边缘逐渐发展为东亚海域的枢纽，进入

16 世纪之后又率先被纳入全球海上贸易网络中，并且以被动的方式消极而又艰难地应对着全球化浪潮的一次次冲

击。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不仅以无比磅礴的气魄勇敢地直面新型全球化的猛烈挑战，而且还通过脚踏实地的拼搏，

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并且借助科技创新的巨大力量影响着全球化的进程。因此，只有改革开放才能

使浙江不断繁荣富强，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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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浙江省文化工程重大项目“浙江海外交流史研究”（17WH20018ZD）阶段性成果;

浙江地处太平洋西岸，中国大陆海岸线中部，海岸线总长度及岛屿数量均居全国首位。浙江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也是东亚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更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门户。浙江古代海外交流史的内涵很广，包括涉外港口与海外航

线、政府间的外交关系与政治交往、民间海外贸易与外贸管理体制、货物流通与人员往来、文化交流与科技传播等。纵观历史，

1911 年清朝灭亡之前的浙江古代海外交流史，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六个发展阶段。

一、奠基于史前

2013 年，宁波余姚发现了距今 8000 多年前的井头山遗址，这是中国现今所知最早的贝丘遗址，它表明人们已经开始长期地、

大量地、固定地利用海洋资源了。1尽管井头山遗址尚未发现过独木舟，但却出土了一件“加工精细、保存完好”的完整木桨，

2这说明当时先民们一定能够建造独木舟之类的“早期水上航行器”（Early Watercraft，缩写为 EW)了。3 中国最早的独木舟，

是在杭州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年代约为距今 7070±155 年前，4这也是目前所知亚洲最早的独木舟。在随后的

河姆渡文化（约距今 7000—5300 年）中，发现了更多的木浆。其中河姆渡遗址出土了 8 支，5 慈湖遗址出土了 2 支，6 田螺山

遗址出土了 6 支。7此外，在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了两件陶舟模型。这些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浙江已经出现原

始的造船技术，而舟船的建造正是与海外进行交往的最基本的条件。

有学者认为，史前时代浙江与朝鲜半岛、8 日本列岛就可能已经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海上往来。9但就目前的国内外考古发现

而言，这些观点尚无法得到确证。10 不过，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太平洋西岸广泛流行的有段石锛(stepped adze)，实际上起

源于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浙江沿海新石器文化。11 尽管有段石锛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在海外逐渐传播开来的，而且在传播过程

中又不断发生变异，可是基本造型却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浙江古代海外交流史的基础，是在新石器时代奠定的。

二、发端于汉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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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个中国而言，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之际，即公元前 200 年左右。12 这一时期中国通往日本的海上航线，沿着山东

半岛海岸线向北，再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然后越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列岛的北部。13 虽然由浙江直接通往海外地区的海上

航线尚未出现，但在汉代，国外所产的一些玻璃器等物品已经辗转传入了浙江。例如，宁波奉化白杜南岙林场的三座墓葬中发

现了 1件琉璃珠及 2 件玻璃耳珰，其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14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璎珞村的一座墓葬中发现了一串蓝

色玻璃质料珠和一只蓝色玻璃质耳珰，时代是在东汉早期（公元 1 世纪）。15

东汉后期，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也开始传入浙江。史载，汉灵帝末年，中亚安息国僧人安清（字世高）到中国传教（有人猜

测他可能经海路先到广州 16）。他在江南活动，最后在会稽（绍兴）去世。会稽人陈慧曾追随安世高，“信道笃密”。17 佛教

传入后，佛寺也随之出现。东吴赤乌五年（242 年），阚泽把自己在慈湖畔的住宅捐献出来作为佛寺，即后来的普济寺。18 吴

太元元年（251 年），归安县的刘钺等人也献出房子创建了狮子吼寺。19 此外，在这一时期浙江制作的瓷器上，同样可以见到

佛像等佛教题材。20因此，可以说，汉晋时代浙江已经与海外产生了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

三、跃升于盛唐

7 世纪，随着新罗的崛起，由中国北方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的传统航路受到了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从 7世纪末开始到 8

世纪，中外航海者探索出了从浙江沿海出发直达日本的海上航线。《新唐书》这样写道：“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

21浙江沿海的杭州、明州（宁波）、台州、温州等港口，因此成为通向日本的门户。日本政府派出的遣唐使，实际成行的有 16

次，其中 3 次是在宁波沿海登陆的，分别是 659 年、752 年和 804 年。22 更加重要的是，进入 9世纪，民间商人从浙江沿海港

口进出，直接与日本进行贸易。例如 842 年，李处人从日本抵达温州；847 年，张友信从明州出发前往日本；877 年，崔铎从台

州出发前往日本。23

在唐代，浙江与东南亚地区虽然没有直接的往来，但间接的联系已经出现了，主要证据就是越窑瓷器的外销。1998 年在印

度尼西亚沿海发现的“黑石号”沉船上，打捞出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长沙窑瓷器（约 5 万 5 千余件），此外

还有越窑青瓷（约 250 件）、白瓷（约 300 件）等。虽然越窑青瓷数量并不多，但器物造型却十分丰富。24“黑石号”沉船的

时代为 9 世纪前期，即唐代中晚期。这说明当时的越窑瓷器已经开始外销到东南亚及更远的地区。在阿拉伯世界已知的 8—10

世纪遗址中，有 69 个遗址出土了中国青瓷，其中绝大部分是越窑青瓷。这些遗址分布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伊拉克的萨迈拉

（Samarra）、伊朗的希拉夫（Siraf）、阿曼的苏哈尔（Sohar）、埃及的福斯塔特（Fustat）等。25

四、兴盛于宋元

宋元两朝对海外交往总体上是持开放和鼓励态度的。在此背景下，浙江海外交流史进入了全面繁荣的新高度，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浙江出现了专门的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在唐朝，只有广州设立了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机构。宋朝先后在 9

个地方设置过市舶机构，分别是：杭州、澉浦、温州、宁波、密州、秀州、江阴军、泉州、广州。26 其中前四个都设在浙江。

元朝正式设立的市舶司有 7 处，分别是：杭州、澉浦、宁波、温州、上海、泉州、广州。27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浙江在宋元海

外贸易中，差不多占据了半壁江山。

第二，浙江出现了直达东南亚的海上航线。北宋淳化三年（992 年），闍婆（今印度尼西亚一带）国王派出的使者在中国海

商毛旭的引导下，“泛舶船六十日至明州定海县”28，前来中国朝贡。1296 年，温州人周达观随元朝政府派遣的外交使团出使

真腊（今柬埔寨），就是从温州港启航的，“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然后继续航行至真腊。

1297 年 6 月，周达观返回，“八月十二日抵四明泊岸。”29 这说明从浙江沿海到东南亚的航线已经比较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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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浙江出现了海外浙江侨民群体。唐末，已经有浙江商人到海外经商，如 819 年，越州人周光翰和言升则搭乘新罗人

船只来到日本。30 不过，他们做完贸易后就回国了，史籍上没有出现过他们在当地居留的记载。进入宋朝，有些浙江人由于种

种原因在日本生儿育女。例如南宋时，宁波石匠伊行末被请到日本后成家立业，他的后代继续以石匠为业，并且形成了“日本

石刻工艺史上声名显赫的‘伊派’”。3111 世纪末，在博多出现了宋人居留地。32 虽然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浙江侨民生活在

博多，但至少在 1233 年至 1253 年期间，博多的华人首领谢国明是临安府人，他的墓地一直保存至今。33

第四，浙江出现了外国侨民的聚居区。随着海外贸易的持续兴盛，许多外国商人不仅在浙江居住下来，而且还逐渐形成了

他们自己的聚居区。宁波东门口市舶司附近，有阿拉伯及波斯商人的市场“波斯团”，他们聚居的地方被称为“波斯巷”。34

元代杭州也有许多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商人，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聚居区及公共墓地。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写道：“杭州荐

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聚景园，回回丛冢在焉。”35 至今依然保存在杭州凤凰寺的 20 方元代

阿拉伯文古墓碑，36就是阿拉伯人在此生活的有力证据。

第五，多种外来宗教汇聚浙江。外国侨民来到浙江生活后，自然带来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其中最主要的是伊斯兰教。宋代

宁波城内狮子桥北就有一座“回回堂”，元代又在海运所西侧新建了一座。37元朝延祐（1314—1320 年）年间，回回大师阿老

丁在杭州建造了真教寺。38 其次是基督教（元代一般称其为“也里可温”）。元代杭州的基督教教堂建造在荐桥东，名为大普

兴寺。基督教在元代传入温州后，还因与道教争夺信徒而发生冲突。39 此外，浙江还有摩尼教的寺院，如宋朝慈溪的崇寿宫 40，

元朝温州的选真寺和潜光院 41。

五、剧变于明清

明朝建立后，一方面实行海禁政策，禁止私人进行海外贸易；另一方面又针对外国人建立起朝贡体制，禁止外国商人到中

国来进行民间私人贸易，只允许少数几个被正式承认的海外国家以政治上“朝贡”的名义与中国进行官方往来，并且规定它们

只能分别在三个港口进出：“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42 这样，宁波就成了明朝与日本进

行官方往来的唯一港口。清朝统一中国后，曾经设立了粤、闽、浙、江四大海关，其中浙海关于 1686 年设在宁波。但从 1757

年开始，清政府放弃了这种“多口通商”的政策，转而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宁波不再是对外贸易的港口。这个作茧自缚的

闭关政策，使浙江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明清两朝政府对海外贸易的刻意打压，不仅严重阻碍了浙江海外交流史的发展，而且还

使中国错失了一次迈向世界的大好机遇。

宋元时代，东亚海域基本上是和平的，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暴力事件。但明朝建立后，东亚海域出现了倭寇，而浙江沿海则

是倭寇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同时，在明朝政府严禁私人海外贸易的背景下，沿海民众为了生计不得不铤而走险，以走私的形

式从事海外贸易，并且与倭寇结合在一起，亦盗亦商，冲击着传统的海外贸易。43 清朝建立稳固的统治后，海盗活动并未消失，

1800 年前后还出现了一次高潮。有学者这样写道：“1520—1810 年是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中国海盗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范

围上，一度都达到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海盗均无以匹敌的地步。”44 明清时期的浙江海外交流史，就是伴随着海盗活动而艰

难展开的。

特别重要的是，进入 1500 年之后，由欧洲人掀起的全球化浪潮日益猛烈地冲击着中国沿海，而浙江则是最早受到全球化浪

潮冲击的区域。约 1524—1548 年，葡萄牙人在宁波沿海的双屿建立起了欧洲人在东亚的第一个贸易据点，浙江开始被纳入全球

海上贸易网络中。通过这个网络，不仅中国的商品被输往欧洲，而且浙江沿海的一些居民也漂泊到了欧洲。4517 世纪后期，从

宁波出发的商船直接航行到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4617 世纪末，英国人来到舟山进行贸易。47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欧洲

文化也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浙江学者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过程中，一直走在前列。明清之际，杭州还是中西文化交汇

的学术研究中心，并且通过与西方学术界的密切互动，在中国古代景教研究等领域引领着国际学术的前沿发展。48

值得一提的是，从 16 世纪开始，在浙江发生的一些事件还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典型例子是，葡萄牙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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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世纪末开始海外扩张以来，所遇到的对手或者是落后的非洲部落，或者是分裂之中的印度，或者是羸弱的东南亚小国，因此

在从大西洋进入太平洋的整个过程中，都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葡萄牙人到了中国沿海后，起初也想凭借先进的船舶及武

器，以武力强行占取落脚点。但他们在浙江沿海建立的第一个贸易基地双屿港于 1548 年被明朝军队彻底捣毁，这使他们清醒地

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前所未遇的强国。葡萄牙人不得不调整策略，逐渐放弃海盗式的暴力强占方式，转而以谦卑恭顺的姿态，向

明朝政府宣称自己是因为向往中华文明而前来朝贡的，与此同时，通过各种手段向明朝官员行贿。另一方面，明朝政府在以武

力驱赶葡萄牙人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这是一批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型“蛮夷”，他们不仅拥有先进的武器，而且还

精于经商，因此不能照搬历代治理其他“蛮夷”的传统方法来对付葡萄牙人。这样，明朝政府也调整了一味清剿的做法，转而

采用怀柔的策略。由于中葡双方都调整了策略，明朝政府最终同意葡萄牙人在交纳关税及地租的前提下入居澳门，葡萄牙人则

在接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前提下实行自治。从此，澳门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枢纽。因此，双屿是澳门历史的序曲，双屿的覆灭

与澳门的出现存在着内在的联系。49

另一个影响更大的实例是，从 17 世纪末开始，英国商人多次到舟山来进行贸易，并且受到了浙江官员及民众的欢迎。乾隆

皇帝虽然清楚地知道，英国人所需要的丝绸、茶叶等货物主要产于江浙地区，如果允许英国人在舟山进行贸易，既可以节省英

国人的商业成本，又可以促进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但他出于对国家海防安全的担忧，最后还是于 1757 年宣布禁止英国商人前

往舟山贸易。从此，清政府的外贸政策就从“多口通商”转为广州“一口通商”。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则“对中国的一口

通商制度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越来越猛烈的冲击，以图实现在中国各口岸‘自由’通商的目的”50，最终结果就是 1840 年爆

发的鸦片战争。

总之，从明朝建立到 1840 年前，浙江的海外交流活动一直受制于相互对抗的正反两股力量：反的力量主要是朝廷的残酷打

压，以及倭寇海盗的野蛮冲击；正的力量主要是民间海外贸易的冲动，以及 1500 年之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活力。这两股力

量相互撞击，使浙江海外交流史充满了剧烈的动荡，并且在动荡中催生出前所未有的巨变，而这样的巨变又酝酿出更加剧烈的

动荡。400 多年的浙江海外交流，就是在这样的激变中曲折发展的，同时也为进入下一个历史阶段积蓄能量。

六、转型于近代

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放弃“广州一口通商”政策，

转而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港口城市。1877 年，温州成为对外开放城市。1896 年，杭州开埠。以这三个对外

开放城市为龙头，浙江海外交流史逐步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其内容主要包括：从传统的木帆船向轮船过渡；传统的海外交流是

以农业手工业为经济基础的，而近代海外交流则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之上的；西方文化全面地、大规模地输入，包括学校

和医院、电话和电报、报纸和杂志、灯塔和码头、马路和铁路、西服和西餐、肥皂和火柴、煤油灯和热火瓶等。

在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过程中，浙江海外交流在不少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例如，1844 年，英国女子马利（Mary Ann Aldersey）

在宁波创办了中国内地最早的女子学校。511845—1860 年在宁波设立的华花圣经书房，不仅是当时中国“唯一拥有”四种中文

活字的出版印刷机构，而且运用先进的电镀技术制造出了中文活字，从而为“西式中文活字逐渐取代木刻”奠定了基础，“在

近代中文印刷发展史上有非常重大的意义”。521851 年，美国人玛高温（Daniel J.Macgowan）在宁波出版了最早介绍电磁学及

电报知识的中文著作《博物通书》，书中还提出了世界上第一套汉字电码方案。531854 年玛高温在宁波创办的《中外新报》，

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创办的第二种报刊，晚于 1853 年在香港创办的《遐迩贯珍》，早于 1857 年在上海创办的《六合丛谈》。541855

年，宁波商人购得“宝顺号”轮船，这也是近代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55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鸦片战争前，宁波港在对外交流中的地位要高于上海港，因为宁波是“国际贸易网络和国内贸易网络

的重要节点”，而作为国内最大内贸港的上海，“其直接和外洋的贸易联系并不发达”。鸦片战争后，上海港迅速“跃居中国

各大港口的首位”，“成为远东地区的枢纽港之一”，宁波则衰退为上海的支线港。56 尽管浙江最大的港口没落了，但浙江人

却抓住了上海崛起的机遇，在上海开埠之初就背井离乡参与上海建设，“并且几乎在所有重要行业都具有重要影响，在不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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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稳执牛耳”。571852 年，在上海的宁波人就达 6万多人，“仅次于广东人”，到了 19 世纪 50 年代后期又超过广东人，“成

为上海外来居民中最大的移民集团”。58 这样，大量浙江人就借助上海这个国际枢纽城市，从事与海外交流有关的活动，如充

当买办的宁波人杨坊、余姚人王槐山、定海人朱葆三、湖州人顾福昌和许春荣等。这些浙江人，还在上海从事文化教育活动，

如慈溪人叶澄衷创办了“澄衷蒙学堂”，鄞县人鲍咸昌创办了商务印书馆。而居住在上海的浙江人，又通过地缘及亲缘纽带与

故乡保持密切、频繁的联系。这样，浙江的海外交流活动就延伸到上海这个国际大舞台，并将从上海吸收到的文化养料源源不

断地回输到浙江。浙江的海外交流活动因此而变得在形式上更加多样，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在影响上更加深远。

结语

自先秦至隋唐，在中国海外交流史的巨大历史图景中，浙江从边缘逐渐走向前沿。到了北宋，宁波港已经成为整个东亚海

域的国际交流枢纽。进入 16 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兴起，浙江沿海港口又被纳入环球航线中，从而成为全球海上贸易网络的一个

重要节点，浙江沿海在东亚海域的枢纽地位因此而得到进一步强化。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阀丰臣秀吉（1536—1598 年）就曾梦想，

一旦他以武力征服中国、朝鲜半岛之后，就将日本天皇安置在北京，而他自己则到宁波城定居，以控制整个东亚海域。59 不过，

16世纪以来，浙江一直是以被动的方式消极而又艰难地应对着全球化浪潮的一次次冲击，浙江海外交流史的历程也因此充满了

曲折和灾难。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不仅以无比磅礴的气魄勇敢地直面新型全球化的猛烈挑战，而且还通过脚踏实地的拼搏，主

动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并且借助科技创新的巨大力量影响着全球化的进程。宁波舟山港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港，货

物吞吐量连续十多年位居全球第一。今天，当我们在国外偏远小超市里也能使用支付宝时，当我们在世界角落里也能找到来自

义乌的小商品时，当我们在全球各地都能发现来自浙江的游客时，当我们在异域各类高校中都能看到来自浙江的青年学子时，

再回头看看古代浙江海外交流史，我们会由衷地感受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浙江不断繁荣富强，才能使中华民族实现腾飞。

当前，浙江正致力于中国现代化先行区建设。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古代浙江海外交流史历程，不仅可以增强自信，而且

还可以总结经验并汲取教训，从而确保现代化伟业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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